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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非典”危机需要系统均衡的领导力 

郭飞熊 
 

我于4月29日乘列车从广州出发，4月30日傍晚抵达北京，从一个非典重灾区来到另一个

重灾区，虽然预先心里有所准备，但还是对所见景象感到吃惊。眼前看到的，是一个几

乎空空荡荡的京城：大街上车流减少了约十之七八，不少单位和店铺的大门紧闭，北大

清华完全禁入，许多老友只敢在电话中相会。我的心不禁为这种从未见过的都市荒凉而

隐隐作痛。  

     

    回想在广州的几个月生活，虽然疫情爆发时心中有些惶然，朋友间互相传递着不知

真假的“恐怖”信息，但市民们只是不断地加强防范，外出的频率有所紧缩，而正常的

活动仍在进行，必要时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估计广州的非典数据可能有较大的隐瞒，

但疫情的蔓延毕竟得到了遏制。（www.yypl.net）  

     

    相比于广州的平缓和安然，香港和北京的疫情来得迅猛，而人们的反应则有些过于

恐慌。在北京，弥漫在社会各界的惊恐不安，业已成为一种与非典的病理毒性及事实危

害并不成比例的相当负面的因素。  

     

    一定强度内的恐慌（或者准确地说叫紧张），乃是公开曾经隐瞒的信息后不可避免

的结果，在轻度效应上，它具有正面价值，有利于人们加强自我警觉和自我保护。但恐

慌心态失控地演变为大众性的“逃难”、“停业”、“封门”行为，就对社会的正常生

活造成了不应有的过度戕害。  

     

    在政府大刀阔斧地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同时，又大刀阔斧地采取不必要的“停

业”、“封门”措施中，透露着过度的恐慌；在部分学者们发出“祖国在危急中”的紧

急呼吁、或者正襟危坐地探讨实施戒严的可能中，透露着过度的恐慌。同“逃难”的大

学生、民工和客商一样，这是一个城市――或者说一个市场化不充分的北方城市――高

低失衡的心态不自觉的集体裸露。  

     

    首都应该表现得更加坚强，首都更需要处变不惊，垂范于中国社会。但，事实上，

强大的首都，在这次非典危机突然降临时节，在某些方面（当然不是全部，或者说不是

主流），表现出了一些不该有的脆弱，对诸多北方省份正发出着误导的信号。  

     

    我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北京的一些政府部门在处理危机时，或者一些学者

在分析危机时，好象完全没有参照广州的平缓经验。在21世纪，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人

们的思维居然还这么地域化，居然没有统摄全局的视野，居然没有收集最全面的信息加

以分析综合的工作习惯，实在令我感到惊异。（www.yypl.net）  

     

    为什么公开信息后会出现部分的社会紊乱？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处理危



 

机的手法没有实现系统均衡。在公布真实信息之前，就应该考虑到抢购风、传言扩散，

以及发现淘大花园式群体传染个案时人们可能恐慌和逃难等复杂因素，这不需要很高的

预见性就能做到。就应该对上述可能的连锁反应制定出有效的应对计划，它可以和高层

协商同步进行，并不耽搁时间。  

     

    实际发生的，竟然是只有刚性的信息公开，刚性的隔离和治疗手段，而没有提供柔

性的社会心理调适，在提供信息方面只提供防疫技术信息而甚少提供全局指导信息（舆

论热衷于宣传预防感染的措施，而没有提供必要的有关病毒危害程度的大致预测，没有

分析通风、消毒、戴口罩、洗手和身体抵抗力在统计意义上的可靠效果而为人们进行心

理减压，增强个人对自我保护和动向选择的指导能力），没有公开援引广州的有效经验

来减少恐慌，没有精密分析香港的成败个案来阻止人们盲目的类比。其中，某个宿舍、

某个系、某个部门出现病案，立即采取全面封校、封单位这种过于刚性的决策，是诱引

发大众性“逃难”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  

     

    3月底的一天，我的孩子（在读小学一年级）所在的广州某小学的四年级的一个班

上，由于两个学生出现咳嗽而一哄而散，忧虑中的我向某报的朋友询问，朋友从市卫生

局了解到，广州的大中小学的确有一些出现非典病案，但经严密跟踪观察，并没有产生

扩散感染的情况，所以没有全校或全市停课。我以为这种做法是审慎的，有分寸的。这

种处理经验，本应该及时地为北京所吸取，也应该为各省所吸取。而没有分寸的过于刚

性的关闭手段，会破坏技术防范与人们的健康自信之间的均衡，如果在出现一定疫情的

各省大规模地使用，将引发出全国性的大恐慌，造成与非典实际危害远不成比例的经济

和社会损害。（www.yypl.net）  

     

    从本质上来看，非典危机是对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制度性说谎的报应。在1990年代

的经济高速增长数字中，潜藏着很大的水分，这一点中央高层心知肚明，却有意不加挤

压，对造假者不加追惩，它毫无疑问地被官场理解为中央对虚夸谎报风气自私性的认可

或容忍。上若好之，下必行焉。很早就有识者警告，这种新的说谎风气会象1959年一样

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危害，但高层似乎很侥幸：总是喊狼来了，狼来了，狼怎么没有来

呢？！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狼真的来了。来的还只是第一波。  

     

    为了表面上象个“责任政府”，中央高层声称要对地方实施“铁腕”管治，如发生

重大人为事故，将对负责的官员严加处置，毫不姑息。这种行政手段上的“铁腕”作

风，由于没有信息获取和披露系统的辅助，结果造成了地方和各部委为躲避惩罚更加普

遍隐瞒事故实情，真相败露者在统计意义颇为少见。冠冕堂皇的“铁腕”治国，由于实

际运作中的不均衡，缺乏信息公开化的辅助，反而加剧了蒙骗之风。（www.yypl.net）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中央高层只强调经济增长，以为一俊可以遮百丑，而在政治

制度上因循守旧，更造成政治――经济之间的不均衡。非典危机暴露了外表强大的中央

集权体制的政治领导能力的低劣，早已被蛀虫和官僚淘空了身体。它发出了一个十分强

劲的警讯，如果继续坐吃经济增长的老本，在政改上无所作为，以后危机还会滚滚而

来。  

     

    系统均衡乃是政治决策的主要指标之一。但今日中国的政府机构不仅没有均衡的战

 



略考量，实际上也没有实现均衡的体制运作能力。今天（5月3日）多维网上有一篇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著名记者汪永晨和她的朋友胡佳的文章，披露了北京建工出版社职工宿舍

楼因“非典”已经一死一住院四发烧而迟迟没有得到认真有效隔离的实情。她们找到北

京市长办公室和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皆不了了之。这件事说明，即使在如此紧要

时刻，一些部门还是在按照官场常规老套磨蹭。危机时刻的系统均衡，乃是把信息处置

放在第一位，但今日的官场基本上把信息处置部门放在相当次要的低级别的地位。领导

人不是直接地和关键信息打交道，而是和关键信息的多次复制品打交道。领导人不是诸

葛亮和毛泽东式地在危机时刻直接把握关键细节，掌控核心进程，而是李立三式地只管

在宏观蓝图上指手画脚。领导决策不是来自于具有丰富历史和管理知识、具有一定预见

性和想象力的体制内智囊团的专业运作，而是来自于中央集权的科层系统层层攀升而起

的部门官僚的狭隘片面思虑。这样一个封闭性的分利式政治集团，也不会允许专业智囊

阶层染指其权力禁腩。诸如此类，必然地造成危机决策、决策执行、反馈控制之间的不

均衡。现行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管理体制，与现代政治的复杂性产生的决策和领导分工

化、智能化的实际需求，产生了巨大的错位，在这次非典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北京实施的这种高损耗的危机处置模式，绝不能推广到全国各地。非典是否会扩散

到广大的农村社会的确是最令人忧虑的事情，但农民分散居住，只要电视广播宣传到

位，能够及时地在发烧后治疗，在确诊后实施相关隔离，其大规模传染的概率要小于群

聚的都市，这一点是可以作出明朗的判断的。最可怕的不在于感染，而在于地方政府的

领导方式（是否均衡，如实施大规模隔离时，往往会因隔离条件恶劣和挪用中央拨款等

造成更大的后果，而信息又被地方完全封锁，其人祸远大于天灾）。（www.yypl.net） 

     

    眼下看来，北京的非典高峰平台可能在8-15天内跌落下来，但是假若情况不如所料

那样好转，或者地方上又出现新的危情（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大，但还不能排除），那

么，领导决策的系统均衡，应该成为掌控全国格局的主要指标之一。那些片面强调加强

隔离的力度甚至要求戒严的思虑，是惊慌失措的表现，也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粗暴简

陋思维的体现，只会在天灾之上加入重重的人祸。  

     

    上述不过极而言之，尽管北京的疫情还是有些紧张，但我仍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现在是万众一心的时刻，人心之齐，可以搬走泰山。对于胡锦涛、温家宝的人格，国人

普遍持有高度的信赖感。吴仪、王歧山的临危授命，曾庆红的真挚鞠躬，都令人感动。

我在北京看到，人民对政府没有怨言，只在默默地忍耐着一切。这种没有怨言的状态乃

是对政府的最大支持。当然怨言可能随着张文康、孟学农的下野而消失，但是如果有人

认为责任仅仅就在张文康身上，而不是更深刻地来自于制度的弊端，那未免大错特错。  

     

    广州的隐瞒绝对不能作为封锁消息更有利的证明，它是典型的损人利己，对疫情传

播到香港、北京和世界各国，其罪莫大焉。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应对疫情的精细务

实，一一对应，把握分寸比较恰当，传媒报道、社会心理调节与治疗防范比较均衡配置

等方面的成绩。（www.yypl.net）  

     

    尽管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为推迟访华而向温家宝总理表达歉意，我以为，反而是我们

应该真诚地感谢吴作栋先生，他是在用一种婉约的方式批评中国政府前期的迟钝。WHO这



次干涉了中国内政，与蒋彦永等医生里应外合，帮中国政府认识到应该如何对中国人民

和世界人民负责，这种正义而温和的压力帮助中国政府终于走上正确的道路。WHO干涉的

好，蒋彦永里应外合的好，他是真正的爱国家爱人民的英雄，他的英勇壮举直接激励了

更多的人摆脱恐惧，起而与官僚主义和专制压迫作斗争。  

     

    公布真实信息是伟大的一步，历史性的一步，战略性的一步。即使在这次危机中，

由于领导力的不均衡，它引发了一些负面后果，但这算不了什么，以后它会通过帮助迅

速处置危情甚至灭危情于未萌状态，百倍千倍地回馈我们。从传媒角度，人们将迅速摆

脱不会享用自由信息的拘谨，实现传播和接纳信息上技术和全局的均衡。

（www.yypl.net）  

     

    这次非典危机堪称陆肆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在危机中中国的心灵很受伤，

国际信用大幅下跌，一个前日还在吹嘘“风景这边独好”的国度，今日向世界输出的不

是文明，而是SARS传染病，据说有94个国家暂时禁止中国公民入境，真是丑陋无比。从

中国内部来看，这无比的丑陋是迟早要发生的，泡沫挤破了未尝不是好事。它将把我们

导向正确的、真诚的、均衡的道路。我们已经从公布真实信息的步伐中，看到了不久就

要到来的信息公开化的彩云，耳傍传来了政治改革的隐隐雷声。  

     

    这次危机的最大后果之一是，人们都已意识到，中国再也不能象老样子走下去了。

（www.yypl.net）  

     

    2003年5月3日晚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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